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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一次重大考验。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

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

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能力和水平”。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一个

全局性、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在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信息传递、决策协调和政策

执行等诸多层面，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种种关系。一

方面由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通常具有突发性、不

确定性、扩散性等特点，于时间上爆发突然并迅速蔓

延；于空间上疫情分布极广，横跨全国各个区域；于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上，遏制疫情涉及的行政力量极其

广泛，需要跨区域、跨部门行政主体的协调配合共同

应对。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需要以顺畅、

科学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为抓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与集中统一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组织优势，形成有序合力，为应

急事件处置提供制度保障。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始

终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

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两个必须”，即“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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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这一论断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依然成立，

甚至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全面掌握“两个必须”之间的

辩证统一关系，不能偏重偏废。具体到中央与地方政

府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划分，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逐步将

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

中央的财政事权”。这一意见的出台，为中央与地方政

府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支出责任方面提供

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但在具体事权安排上，诸如在应

急处置中的指挥系统、管理系统如何设置，如何既做

到精准解决一线问题，又能够实现全面协调统一，明

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职责范围，则需要中央及时从此

次“抗疫”中全面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制

度成果。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信息与决策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组织架构应当如何设

置？其权力又应当如何分配？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是要明确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信息与决策问

题。传统政府组织通常呈“金字塔状”，即组织中政府

层级较多，逐层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这种组织

形态的产生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受限于信息获取

的能力与技术，更高层级的政府主体“不得不”依赖下

级组织获取信息；第二，受限于信息处理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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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级政府无法同时处理海量信息

并迅速做出大量决策，因而必须将

大量的决策权下放。换而言之，在传

统技术条件之下，高层级政府因无

法直接获取信息，也很难迅速处理

决策海量信息，而不得不将大量决

策权下放给了更有“信息优势”的低

层级政府，实现分散决策，从而应对

上述两重能力与技术限制。

然而，在“金字塔状”的组织架

构下，高层级的政府委托下级政府

收集信息，则必然会面临两方面的

信息壁垒：一是时间滞后，信息自

下而上的逐层传递，使得高层级政

府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实时信息，从而产生信息的“时

滞”；二是信息不对称，因为作为信息输出的基层政府

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原始信息进行处理，从而导

致部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缺失或失真”。

这两个信息壁垒的缺陷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将会被加强、放大。因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

有突发性、不确定性、扩散性等特征，所以一方面要求

相关信息必须“实时更新”，另一方面要求相关信息必

须全面、客观以保障正确决策，否则极有可能造成决

策失误。因此，传统政府组织的信息获取与决策系统，

也许能够应对日常的行政运转保障政府职能，但在面

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战时状态”下，其“信息

壁垒”的两大短板就瞬间暴露无疑，从而在应对处置方

面“捉襟见肘”。

如何克服传统政府组织的信息获取与决策系统短

板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移动通信等技术

的不断发展，政务电子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高层

政府所面临的信息壁垒与处理能力有限这两重问题都

将得到大大缓解。以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体温

检测为例，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比如4G、5G移动网

络或蓝牙）能将电子体温检测设备测得的体温数据向

一线基层和其他各级政府主体实时同步传输，从而保

证体温信息能够即时、同步、无差异地传输给不同层

级政府，以此消除信息壁垒。因而在当前大数据环境

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滞与失真问题，将会因新技

术的大量出现并引入政府管理体系而被大大克服。

明确中央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具备与地方

政府同时获取同质海量数据的能力，剩下的问题就是，

是否需要将信息都汇集到中央，并由中央决策呢？答

案是肯定的。一方面，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

性、不确定性、扩散性的特点决定了局部信息无法展

现事态的全貌，必须更加全面地汇总各类、各地的分

散信息之后才有可能使得应对处置更加客观、科学；

另一方面，信息的丰富程度也必须和可决策范围相匹

配，即掌握的信息越多，相应的决策权也应该越大。因

此需要将各种类别、各个地区、各个层级的信息进行

全面汇总，一旦信息汇总至中央，那么中央也必将具

备最大范围的决策权。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以及

中央信息处理平台的帮助下，中央处理信息的能力将

大大提升，使的中央政府能够面对过去无法想象的海

量数据。简而言之，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决

定了做出准确判断需要汇总各方全面信息，同时汇总

并实时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已

经可以达到，那么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由中

央直接决策就是一个自然选择。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是组织的关键因素，

江苏泰州开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保供应。  来源：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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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良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关键步骤就是要

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高效、可信、全

面的信息传导系统。中央做出决策的前提是信息的输

入，只有信息传导系统正常运转，整个应急管理体系

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为此，要保障中央与地方之间信

息流动的同质性与同步性，确保中央无论在空间上还

是在信息颗粒度的掌握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就需

要由中央政府来规定信息收集、上报的具体流程和标

准，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实时汇集信息并

上报中央，中央政府对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分析，做出

指挥决策。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政策执行层面的权力配置

由于信息技术能够很大程度地克服信息壁垒和决

策能力有限的问题，这就使得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具备了先决条件，之前的论证已经

明确，应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信息收集与最终

决策权归于中央，而在政策执行实施方面的唯一选择

则是依靠地方政府、依靠基层一线、依靠广大群众，因

为基层群众才是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第一线，执行政

策的核心是依托群众与基层党政组织，实现全面防控，

因而执行应急管理政策的责任主体就必然是地方政府。

在面对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时，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如何处理中央的直

接干预与地方的“自由处置”之间的关系，是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政策执行层面进行权力配置的关键，也

是关乎到维护中央决策权威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发挥

地方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重大

问题。既不能过分强调中央的直接干预，导致地方在

决策执行实施中缺乏充分激励，不积极主动作为，抱

有“等政策、等指示”的倾向；又不能过分强调地方的

自由裁量，导致地方所采取的执行手段和措施危及中

央的统一部署，造成局部失控，甚至引发全局风险。

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只有明确中央对

应急政策执行的直接干预和地方“自由处置”之间的边

界，才能形成有序的应对合力，既满足全面防控要求，

又能够在政策执行层面具有“灵活与柔性”，考虑到地

方的情况差异。一方面，要明确地方在执行层面具有

充分处置权，从而发挥地方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在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期间，地方的积极性

体现为激发地方主体责任意识，将“守土有责”的压力

充分转化为行动的动力，只有地方政府在应急处置中

具备了主观能动性，而非单一的压力传导，才有可能

真正积极想对策，找办法，实现“办法总比困难多”的

主动局面。另一方面，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中央必须保

有对地方政府任何行政过程进行直接干预的权力，这

种干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例如，及时任免执行

政策过程中存在危害全局部署的地方官员、撤销地方

行政命令、直接代管、派驻调查组进行检查等。需要注

意的是，中央对具体政策执行的直接干预应具有触发

机制，其默认状态是不使用这种直接干预，是否使用、

何时以何种形式使用，完全由中央政府视事态发展及

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应对处置情况而定，目

的是对地方执行实施层面的“自由”程度随时纠偏。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扩散

性等特征要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能够及时、准确、

全面地完成信息传导，这对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和组

织决策程序都提出了极大挑战。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引

入与帮助下，中央具备实时获取并处理海量数据的能

力，因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信息传递与最终决

策权应交予中央，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强化为应急事件处置中的制度保障，建立集中的应

急信息收集和统一的决策指挥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动员力量。在应急管理体系中

的政策执行层面，在保留中央能以多种方式进行触发

式干预的前提下，地方应被充分授权，政策执行的主

体责任应该明确在地方，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应该具

有相对自主性。最后，理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

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逐步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等方式明确各级政府与行政

部门的指挥层级与决策责任，压实决策者、执行者、监

督者的主体责任，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

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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